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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高等精英教育生

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

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成功地将这一比重保持到２０世纪末。基础教育的

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无声革

命的出现。这场革命虽然不及社会政治革命那样引人瞩目，却同样意义深远。本研

究利用１９５２—２００２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力图将这

一革命及其成就呈现出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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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上习惯将综合实力在一国所有大学中排名前１０％的大学划为该国精英大学，本文

一、导　　言

１９４９年前，中国精英大学①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

·８９·



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１９４９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
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
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本文利用一所中央直属精
英大学和一所省属精英大学的数据来证明，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子女受惠于
国家政策开始成比例进入两所精英大学，进入改革时期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
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２００２年前两所学校中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
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１９４９年以前，普通民众只在理论上有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最终能进入精英教
育体系的基本是有条件的少数人。如明清的科举制，其提供的名额仅占全国人口的
极小比例，① 参加科考还需经历长期知识准备，一般家庭子女很难做到。这导致绝
大多数科举成功者都来自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家族。② 目前主流学界认为，由科举所
引起的社会流动，只在极为有限的阶层和人口中发生。③ 科举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神话。近代以来大学成为精英教育的代表，被权势、财力所垄断的局面并
未改变。高等教育规模有限，１９２８—１９４９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１８．５万人，④

以１９４９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⑤ 略低于清代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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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采用相似的划分标准。

①　何炳棣的经典研究认为，清末约有生员５０万人，举人４万人，进士４千人，以１７５０年
成年男性人口计算，生员约占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０．０１，举人约占０．００１，进士仅约占

０．０００１。Ｐｉｎｇ－Ｔｉ　Ｈｏ，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１３６８－１９１１，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２，ｐｐ．１７３－１８９．
艾尔曼认为，明清时期往往只有大家庭或家族，历经几代人努力，集中集体力量创办
私塾学校，训练家中少数有资质的少年长期艰苦学习，才有可能取得科考功名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Ｅｌｍａ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
２３９－２９４）。张杰认为，清代看似庞大的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僚队伍，主要集中在数百个
科举家族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１６页）。
仓桥圭子：《科举世家的再生产———以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为例》，常建华主编：《中
国社会历史评论》第９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８３—１９４页。
国家统计局编： 《１９４９—１９８４，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０页。

１９４９年底全国人口５亿４１６７万人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
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页），１９４７年全国成年人口
占总人口５０．０３％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６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第３３２页），人口男女比例粗略采用５０％计算，１９４９年底全国成年人口２７０８３．５万人。
因此，解放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占全部成年人口的比率为万分之七。目前对１９４９年前中
国大学生性别比无准确统计，但女生比例很小已经是共识。按男性占８０％的保守估计，
男大学生占成年男子的比率为０．００１左右，基本与清代举人比例接近。



的比例。各级教育均未普及，学习成本高昂，绝大多数适龄青年由于知识与经济水

平原因早就被排除在大学门外。１９２９年有研究者对中央大学１８２名大学生调查后感

慨道：试问一般工人和农民家庭，哪有这种剩余财富供儿女们上这样的大学？① 多

项社会调查和学人回忆也都表明民国大学有明显的 “贵族化”倾向。②

１９４９年革命政权建立后，中国教育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是基础教育得到

大力扩展。此前中国仅有３％的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中教育，成为大学选材的基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２１世纪初已有超过５０％的适龄人口能接受高中教育，比例

提升了十多倍。全国人口接受大学教育的几率也从０．１％提升到１５％左右，③ 改变

了中国社会长期只能从极小比例人口中选拔高等人才的传统。有学者认为，１９４９年

以来中国教育的努力，体现了孔子宣扬的 “有教无类”理念。④

其次，国家制定统一标准，组织大学考录工作。考生不用出本区县就能参加考

试，大大降低了应试成本，方便普通考生的参与。高校长期不收费或低收费，甚至

给予学生补贴，使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农子女不仅能考上大学，还能上得起大学。

最后，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了各种 “出身照顾”政策，要求大学优先招收工农

等阶层子女，加快推动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化，工农群体首次在高等教育领域内

成规模出现。⑤

考察１９４９年以来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与社会影响，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内

容。一直以来，高等精英教育的开放与公平受到社会和学界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

相关数据的缺乏，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定期公布大学生源的分

布状况，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通常做法。如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自

１９６６年起，每年都会整理公布大量有关美国高校新生的家庭状况资料，⑥ 这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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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７２０—７３３页。
潘光旦、顾颉刚、邹韬奋等人的回忆以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都能印证这一点。潘光
旦、顾颉刚相关回忆参见钟叔河、朱纯编 《过去的学校》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６９页）。邹韬奋回忆参见徐以骅、韩信昌 《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８—６９页）。民国各社会调查参见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生活卷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新中国６０年教育成就展》 （电子版），第１１页。中国教育统计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ｅｄｕ．ｃｎ／ｔｊｄｔ／６０／新中国６０年教育成就展．ｈｔｍ，２０１１年７月８日。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８页。
如１９５７年高校招生时少数民族学生、华侨学生、港澳学生、工农以及转业、复员军人
和烈士子女可以优先录取。《中央有关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指示通知》，南京：江苏省档
案馆藏，编号：３０９４—０６１６ （长）。

Ｊｏｈｎ　Ｐｒｙｏｒ，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Ｆａｌｌ　２００９，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９．



在中国还付诸阙如。有效数据的缺乏，给研究和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社会来源带

来了困难。

二、研究资料描述

从２００３年起，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根据各自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建立了

本科生信息电子数据库。两校的数据库共有约１５万本科毕业生的资料。北京大学的

数据库有６４５１０个个案，包括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２—１９８７年以及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各年

的学籍材料；① 苏州大学的数据库有８６３９３个个案，包括１９３３—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７２—

２００３年各年的学籍材料，② 本文的分析计算只包括１９５２—２００２年的数据。

在这两所大学的支持下，我们将两校共约１５万本科生的父母 （家长）职业、入

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

两校共有数百个不同的院系专业、８０００多个不同书写名称的学生父母 （家长）职

业，５万多个不同书写名称的入学前学校。此外，家庭居住地址约有１２万９千多

个，由于数量太大，因此编写了相应程序来区别学生居住地的城乡属性。

根据学籍卡数统计，两校在１９５２—２００２年间，招生规模有所扩展。早期学籍卡

可能有少部分缺失，但基本可以反映各时期学校招生量的变化情况。北京大学１９５２
年的数据包括院系合并后从其他学校转入的学生；“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每年招生

数在１０００—２３００人左右；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招生数为１０００多人；除了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３年受特定社会事件影响，北京大学每年招生量基本在２０００人左右；１９９０年代

中期开始每年在２５００人左右；１９９９年全国大学扩招，但北京大学当年招生数没有

明显增长。苏州大学在１９７７年以前，每年基本只招几百人。１９７７年起，每年招生

人数在２０００人左右；自１９９５年起，苏州大学先后合并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和苏州丝

绸工学院，１９９６年开始招生数量明显增加。１９９９年扩招和２０００年合并苏州医学院，

苏州大学招生数量一度超过６０００人／年。如果扣除学校合并带来的招生增加，苏州

大学实际增加的招生量约在１０００人／年。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５０年内，中国精

英大学入学规模的增加幅度一直不大，远低于全国人口自１９５０年以来约３倍左右的

增长。

北大 （北京大学简称）和苏大 （苏州大学简称）分别是全国和江苏省的精英大

学。北大历来是全国最好的文理综合性大学之一，也是历年高考招揽各地优秀学生

最多、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之一。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按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内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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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大学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以及１９８８年的学籍卡缺失。

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间，苏州大学没有招生，故没有学籍卡。



学排名，苏州大学基本在４０名以内，呈逐年上升趋势。扩招前的１９９８年，全国共

有大学１０２２所，到２００６年，也就是实行扩招７年后，全国共有大学１８６７所，以此

计算，苏州大学的位置处在前４％。

两校隶属关系不同，招生范围存在明显区别。北大是教育部属高校，招生面向

全国，实行配额制，但各省市配额并不均衡，比如北京的配额远高于外地。总共

６４５００多名的北大学生中有５７６２８人可确定其来源省，其中，北京生源１５５６１人，

占可识别来源省区学生数的２７％以上，排第二位的江苏省生源仅占５．３％。苏州大

学是江苏省属大学，省外学生比例不高。在苏大可识别来源省区的学生中，８０．６％
的学生来自江苏省，来自四川省的学生排名第二，仅有２．４％。１９８２年江苏师范学

院改名苏州大学之前，江苏省生源占到９６．２％。苏州大学是比较地方化的院校。

两校招生分数线也不同，能够进入两所学校的学生在整个考生中所处位置存在

较大差距。２００３年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分数线为文科５９０，理科６００分。当年北京理

科高考成绩６００分以上的有７６０人，处在全体北京理科考生的前１．４５％，文科６００
分以上的有８９人，处在全体文科考生的前０．３１％，加上５９０分以上的，当在全体

文科考生的前０．４％左右，综合起来约在全体考生的前１％。同年北大在江苏理科录

取线为６３６分，当年江苏６３０分以上的理科考生约有３０７人，处在江苏全体理科

３１００８２名考生的前１‰以内，竞争程度远高于北京考生。２００３年苏大在江苏理科招

生分数线为５２２分，当年江苏考生成绩在５２０以上的有２８０８３人，处于江苏全体理

科考生的前９％左右。①

北大和苏大存在着诸多差异，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

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

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两校的

差别形成互补，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

尽管只有两个样本，本研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总体状况，

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招生明显受相关政策制约。５０年来高校招生政策虽然有很大变

动，但学校通常总是在主管教育部门指定的招生范围内按计划分批次挑选符合要求

的学生。② 中国各所大学虽然差别很大，但同档次的学校由于招生分数线或招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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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３年北京高考分数段分布见人民网教育动态：《历年高考北京考生分数段分布比较》，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ｊｉａｏｙｕ／１０５３／１９３２６４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
年４月１３日。江苏分数段分布见搜狐教育： 《江苏２００３年高考普通类考生分数段详
情》，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ｈｔｔ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１５／５２／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１０６２５２１５．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３日。
不同时期的标准并不一致。新中国成立初期，录取时以成绩为主，兼顾出身和政治表
现。“文革”时期，考试方式被取消，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成为选拔标准。恢复高考
后，成绩再次成为主要选拔标准，出身等政治标准基本不再发挥主导作用。



准相似，在同一省区内的新生来源具有相似性。从这个角度，北大和苏大的学生来

源，不仅能代表各自学校类型的特点，还可以代表全国或江苏同等分数段考生的情

况。两所学校学生来源的社会构成的任何变化不仅反映两所学校自身招生政策或学

生来源的变化，也会反映全国或江苏高考考生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社会

的某些整体性变化。

三、研究发现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分析了两所学校学生社会来源在１９５２年到２００２年间的变

化。首先描述历年两所学校学生的城乡比例与变动趋势，然后分析两校学生父母的

职业构成与变化，最后，探讨两校学生来源中学的性质与分布，包括来自重点与非

重点中学学生的比例。

（一）城乡比例及其变动趋势：对家庭居住地的分析

由于多种原因，家庭居住地所体现的城乡差异可能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公

平的最大障碍。本文区分城乡的标准不是户籍而是学生入学时填写的家庭地址。这

是因为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户籍对城乡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大量农业人口离开户籍

地长期居住在城镇，在江苏省尤其明显。所以，用户籍区分学生的城乡来源没有用

居住地址区分符合实际。１９５０年以来两校共有学籍卡１４５３１２张，其中填写了家庭

地址的共１２７３７８份，占总体的８７．７％。我们设计了相应程序，将这些地址分为城

市、乡镇与农村三类。① 本文对农村的定义偏严格，对乡镇和城市的定义偏松，可

能会导致农村生稍少于实际人数，乡镇和城市人数略多于实际人数。

填写城市地址的学生占所有填写地址学生的比例，在北大是７９．９１％；在苏大

是４６．３３％。图１是１９５２年以来两校学生地址分城、镇、村的比例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

始增加。１９５０年代初，近９０％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全国约８０万个村庄中，②但两校几

乎没有学生来自农村，来自县镇的也很少。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间，北大农村地址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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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排除城市里也会出现使用村、庄为地名的现象，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等，程序
的区分方法是地址中必须含有 “村＋公社”、“村＋乡”、“村＋镇”、“队＋公社”、“队＋
乡”、“队＋镇”、“庄＋公社”、“庄＋乡”、“庄＋镇”、“村＋队”、“村＋组”、“镇＋组”
这些组合中有其中一项才归为 “农村”；只有 “公社”、“镇”或 “乡”其中一项时归为
“乡镇”，其他归为 “城市”。

１９５３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为１３．２６％。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等编：《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６页。



比例从２．４％增长到６．５％。到１９８０年，这一比例增长到１２．８％，１９８５年更是一度
达到１９．４％。１９９０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１２％—１５％左右，① 乡镇地址的学生
比例超过７％，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２０％上下。

图１　 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每年新生的城乡分布 （１９５２—２００２）

苏大农村学生的比例要高于北大，增长的速度也快得多。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间，苏

大农村地址的学生比例从３．６％增长到１１．４％，到１９６５年，经过１０来年的增加，

农村学生的比例突破６０％。“文革”中，农村和城市学生比例出现震荡和调整，农

村生比例有所下降。恢复高考之初，城市学生的优势得到体现，比例超过一半，农

村生则下降到３０％左右。但这一现象维持的时间很短。１９８０年开始，农村学生比例

又迅速增加。１９８４年后的２０多年中，农村生比例与城市生基本持平，稳定保持在

４０％多的水平，没有出现太大波动。最近３０年以来，苏州大学的乡镇学生比例也基

本稳定在１０％左右，如果将其与农村学生比例相加，最近３０年苏州大学城市以外

的学生比例一直高于城市学生。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江苏的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也可能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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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１９８９年的特定事件和１９９３年北大取消了此前实行的一年期外地军训，当年有两届
新生同时入住，学校既有宿舍难以容纳。为此，这两年北大大幅减少了招生数，且选
择在少数城市和省份招生。这导致在城乡、职业等多个指标方面学生来源突然出现很
大变动。另外，李文胜以户口为标准计算出的１９８５—１９９６年间北大农村生比例要略高
于本文数据，但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李文胜：《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９页。



程度上影响了两校学生的城乡分布。如１９９０年，北大农村生比例是１７．７％，全国
农村居民比例为７３．７７％；１９９９年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下降到６３．９１％，北大农村学
生比例为１２％。不考虑人口分布的变化，北大农村生比例下降了５．７％，而考虑人
口分布变化后，农村生比例下降的幅度只在３．３％左右。１９９０年苏大的江苏农村生比
例为４７．５４％，江苏农村人口比例为７８．７６％；２０００年苏大农村生比例是４２．０９％，江
苏农村人口却下降到５８．５１％。农村生的人口比重实际提升了约６．８％。①

两校学生家庭地址的历史分析表明，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城乡来源
具有多样性特点，两校农村学生保持着一定比例。北大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间，至少保
持在１０％以上；苏大基本保持在４０％以上。在全国农村人口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两
所学校的农村生比例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在１９９０年代，中国大学生的
城乡生源是多样化的，甚至到２１世纪初，农村生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下降。

（二）家庭背景与教育机会：对父母职业的分析

这里将探讨父母职业对子女精英教育获得的影响。按照 《国家职业大典》分类
标准，将两校１５万多学籍卡中记录的家长职业整理归类为八大种类： （１）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２）专业技术人员；（３）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４）商业服务业人员；（５）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
人员及有关人员；（７）军人；（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两校学籍卡设计的差异，苏大学生一般只填写一个家长职业，且基本是父亲职业。

北大学生要填写父母双方的职业，因此，本文表格中有关北大学生父母职业的数字
是基于父母双方任何一方从事某职业的数量。

统计发现，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９９年，２６．２％的北大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干部，

３７．４６％的学生有家长是专业技术人员，１９．９７％的有家长是农民，１８．０５％的有家长
是工人，也有６．３８％的学生有家长是办事人员，４．８０％的有家长是商业服务业人
员。② 在苏大，１９５２—２００２年间，２６．４３％的学生家长是干部，１６．７７％的家长是专
业技术人员，合计４３．２０％。５．０６％的学生家长是办事人员，３．９０％的学生家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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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计算公式为：北大：（１７．７＊６３．９１）／７３．７７－１２＝３．３；苏大：（４７．５４＊５８．５１）／

７８．７６－４２．０９＝－６．７７。各年农村人口数字分别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 《中国
人口统计年鉴１９８８》（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７５页）；国家统计局人口
统计司编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１９９０》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６９
页）；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４１、５５页）。
若只看学生父亲职业，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是２５．６５％，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
例是２６．２０％，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合计超过 ５０％。农民子女的比例是

１５．０１％，工人子女的比例是１２．３５％，工农子女的比例合计是２７．３６％。北大只包括父
亲职业的数字来自没有在本文出现的图表，如有需要请与李中清联系 （ｊｑｌｊｚｌ＠ｕｓｔ．ｈｋ）。



商业服务业人员，２５．３７％的家长是农民，１６．７７％的家长是工人。工农合计

４２．１４％。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最大的差别在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２６．２％ 比

１６．７７％）和农民比例 （１５．０１％ 比２５．３７％）。①下面将两所大学学生家长职业每年
的变迁情况制成曲线图 （图２、图３），并对主要职业变动情况逐一进行分析说明。

图２　 北大学生父母职业分布 （１９５２—１９９９）

　　　说明：大多数年份北大学生父母职业可识别的比率在７０％—８０％之间，但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间偏低，分别为

４４％、４８％、４４％和２５％，这也可能是１９７９年农民职业为零的主要原因。偏低的原因可能是恢复高考初期学

生的年纪普遍较大，很多人已经结婚成家，学籍卡亲属栏中只填写了妻子 （或丈夫）而不是父母信息。

　　第一，１９４９年后农民子女数在精英大学的增长非常迅速。苏大的数据表明，这
种增长一直持续，高潮出现在 “文革”前而非 “文革”时代。北大１９５２年时农民子
女的比例已经达到８％，② １９５４年迅速提升到１７％。苏大农民子女增长更明显。

１９５２年农民子女比例已接近１７％，１９５５年增长到２８％。北大档案馆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
学籍卡缺失，无法得知该时段情况。苏大的情况表明直到１９６６年大学停止招生前，

农民子女的比例都在快速持续上升。到１９６４年几乎接近６０％的学生来自农民家庭，

比例非常高。农民子女明显减少，并非是恢复高考后而是 “文革”时期的现象。

１９７２年，北大农民子女的比例高达３０％以上，１９７３年下滑到２０％以上。苏大情况
也类似，农民比例从高达近６０％，很快降低到２０％左右。邓贤认为 “文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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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大学的各职业比例是填写了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从事该项职业的人数除以至少填写

了父母其中一人职业信息的人数；苏州大学各职业的比例是填写父亲从事该项职业的
人数除以填写了父亲职业信息的人数。

１９５３年曾低至１．６５％。



７０％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有政治背景。① 周雪光的研究也采信了这一说法。② 这表
明取消较为客观的考试，推行推荐制并不利于工农等群体，即便是在极端 “革命”

的社会环境下也行不通。

图３　 苏州大学学生父亲职业分布 （１９５２—２００２）

苏大数据还表明 （见图４），在农民子女内部，贫下中农子女比例不断上升，富
农地主子女逐步从农民子女中的主体地位转变为边缘。１９５６年以前，富农地主子女
占农民子女群体的一半以上。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随着 “大跃进”的展开，富农地主
子女比例迅速下降，“瞬间”跌到１０％以内。贫下中农子女数猛烈增长 （１９５６年４６
人，１９５７年２２人，１９５８年２４２人），比例超过一半。“文革”时期这一趋势进一步
加强。富农地主子女基本退出精英大学领域，中上中农子女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只
有贫下中农子女 “一骑绝尘”，几乎成为农民群体的垄断者。

高考恢复后，农民子女的比例有了新变化，北大的比例有所下降，苏大则比较
稳定。高考刚恢复时，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如苏大农民子女比例在１９７８
年降到１３％，是１９４９年后的最低点，此后有所回升。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１９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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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贤：《中国知青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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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基本维持在１５％—２０％之间，１９９０年代基本维持在１０％以上。相比之下，苏大
农民子女的比例要高很多并且较为稳定，一直维持在２５％左右，１９９０年代以来还呈
现出略微上升趋势。１９８２年以来，父辈职业中，“农民”在苏大更是仅次于 “干部”

的第二高职业。

图４　 苏州大学农民学生家庭出身情况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说明：有极少数学生的家庭出身填写为农民，无法区分者没有纳入此图。我们将雇农、贫农、下中农等

归为贫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归为中上中农；富农、地主、富裕中农 （根据１９５０年政务院农村阶级划分决

定，富裕中农也具有剥削性质）等归为富农地主。

第二，工人子女比例在两校都呈持续增长趋势。１９４９年后受惠于向工农倾斜的
大学招生政策以及基础教育的推广，两校的工人子弟比例都在不断上升，１９５０年代

中期，比例均达１０％。此后，苏大比例继续增长，１９５８年达到约２０％。在 “文革”

和高考恢复后，两校工人子女比例在经历两次波峰的同时，１９８９年后都持续增长，

并都成为位居第三位的父辈职业。虽然两校多年来学生父辈为工人的在比例上有一

些差别，但在变动趋势上比较一致，全国和江苏地方精英大学工人子弟变动的因素
应该一样。这可能是因为１９４９年后，城市及其居民基本都归国家体制管理，存在多

方面的类似，不同地区城市间的差距小于农村。

工人子女增加的两个高峰，分别出现在 “文革”时期和２０世纪末本世纪初。
“文革”时期实行工农兵推荐制，工人子女自然成为大学生的重要来源。两所大学的

工人子女比例几乎都在１９７３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北大一度接近３０％。此后工
人子女比例有所收缩。高考恢复后，与农民子女情况类似，工人子女比例出现较大

下降。甚至在整个１９８０年代，北大的工人子女比例处于下降中。苏大工人子女比例

尽管有过短时间的增长，但基本也在下滑。直到１９８９年以后，工人子女的比例才再
次持续上升。到２０世纪末，北大和苏大的工人子女比例都已超过２０％。这种现象

应该与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工人群体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

１／３左右，到１９９０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农民子女比例的下降与工人子女比例的上
升，部分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转变了职业，成为工人，农民在职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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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例下降，而工人在职业人口中比例上升。工人子女比例的增加说明了中国精英教
育至少到２１世纪初，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实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的 “开门”。

第三，有关干部身份。近５０年来干部的定义和性质一直在变化，干部自身教育
水平也在提高。图２和图３表明，两所大学干部子女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从开始差
不多最低发展到近期的最高。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１％上升到１９７３年
的２２％。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间，干部比例下跌至１０％。此后干部子女比例持续上
升，从１９８０年代的２０％以上，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的３０％以上，到１９９７年更是超过专
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达到３９．７６％，成为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① 苏大干部子女比
例在 “文革”前基本在８％以下，１９７２年后一下蹿升到２０％以上。恢复高考后，干
部子女比例从１９８０年代的２０％以上达到９０年代的３０％以上，干部成为苏大学生来
源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改革开放以后，干部子女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
大量增加的结果。对苏大学生父亲的干部职业内容的详细分析发现，恢复高考后，

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而非党政干部的子女。

图５　 苏州大学学生干部家庭分布情况 （１９５２—２００２）

需要指出，企业干部、经理人员的子女与党政干部的子女所占比例的变化状况有
所不同。图５是根据苏大学籍卡中父亲职业及工作信息制作的历年苏大干部家长类别
比例。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干部比例迅速下降，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比例则在不断
上升。党政干部比例在 “大跃进”时期而不是 “文革”时期达到顶峰。从 “文革”开
始党政干部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却持续增长，到２００２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这一
方面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很多政府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或下海或转到企业任职，增加了
企业干部的比例。传统意义上的 “官” （包括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不断减少。

另一方面，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众多乡镇企业、合资外资企业，使得各种企
业干部增加迅猛。因此，干部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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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也计算了只包括父亲职业的比例，与父母都包括的结果差异不太大。



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第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在北大，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一直较高。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间，专业技术人员是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是干部子女的２—３倍。但
在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工农兵学员时期，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曾低至６％。高考恢复
后，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迅速蹿升到３５％。此后不断提升，１９８０年代基本在

５０％左右，１９８９年达到了创纪录的６２％。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专业技术人员子
女的比例又开始出现下滑趋势，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三年均低于４０％，稍稍低于干部子女
比例。① 苏大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在５０年代也是最高的。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工农
兵学员时期，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有所下降。１９７８年，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
从１９７７年的１８％蹿升到３２％。此后则基本保持在２５％—３０％之间。但从１９９０年代
开始，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开始下滑，１９９８年以后甚至低至１０％以下。②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两校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都出现了连续下降趋势。在北大，

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已经低于干部，在苏大，其比例不仅低于干部子女，甚至在

２０世纪末低于农民和工人子女比例。这与通常所认为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子
女有更好的家庭文化氛围，更适应考试制度，具备取得好成绩的能力的情况较为矛
盾。对此，尽管尚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但至少应该和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由
于社会的发展，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大量中年专业技术人员都具有一定职务。如各级学
校校长、研究单位大小领导等。在我们的分类中，这些人基本都被归入干部类型，

从而降低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北大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子女比例排位的交换，

可能就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二是１９９０年代初经商热席卷全国，很多专业技术人员纷
纷 “下海”，改变了身份。这种情况在全国包括江苏都较多。三是９０年代以来四五
十岁左右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对其子女的文化素质和获得高
等教育的机会影响有限。最后，也可能与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私人出国留学热有关。③ 基
于视野和知识背景的关系，可能专业技术人员比其他职业群体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
促成子女留学海外而不参加高考。这也会导致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的下降。

第五，商业服务业人员。他们在全国职业人口中的比例虽然不高，但在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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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果只看父亲职业，北大１９７６年以后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要减少至少１５％，但是
北大学生父亲职业与父母任何一方职业两组数字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苏州大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绝对数变化不大，但由于招生人数增加很多，所以其
比例下降了很多。

１９８１年，美国开始在中国举办托福 （ＴＯＥＦＬ）考试。１９８４年，国务院颁布新的 《关于
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强调 “个人通过合法手续，取得国外资助或国外奖学金，
办好入学许可证件的，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到国外留学”。
这一 “完全开放”的自费留学政策导致了 “出国热”，到１９８６年，每年自费出国留学
人员已经达到了１万多人。参见程希： 《当代中国留学生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３９页。



年，其子女在北大和苏大占２０％—２５％的比例。这个时期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基本都

是各类商业资本家或大小业主，是具有相当物质条件的人群。此后，由于各类政治

运动的展开，商业资本家几乎消失，商业服务业人员主体基本是各类营业服务人员，

他们拥有的教育文化资源水平降低了很多，其子女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总体上，５０年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即便在改革开放后也并没有出

现大幅下降，工人子女的比例在１９９０年代还上升了。考虑到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

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 “打工”工人。因此，

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就是以前的农民子女。也因此，农民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

持续增长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达。学生父亲是工农的总体比例，北大自１９８１年以来

一直维持在３０％—４０％。① 苏大自１９８１年以来只有３年是低于３９％的；１９９４年以

后则超过４５％；１９９９年以后更是接近５０％；２００２年甚至达到５６％。因此，工农子

弟在北大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苏大则已成为多数群体。

可以借助职业辈出率进一步考察两校学生家长职业的变化情况。② 这一指标能

更为精确地反映各职业群体在精英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变化。表１给出了１９８５年以来

两所大学学生家长职业辈出率的变化。

表１　 学生家长职业构成与职业人口分布比较 （１９８５—２００２）

北京大学

职业类型

全国各职业

人口比例 （％）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学生比例 （％）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辈出率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干部 １．８　 １．７　 ３１．２６　 ３９．１７　 １７．３７　 ２３．０４

专业技术人员 ５．３　 ５．７　 ４７．９３　 ３９．２３　 ９．０４　 ６．８８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５．４　 ９．２　 ２．８１　 ４．２５　 ０．５２　 ０．４６
农民 ７０．６　 ６４．３　 ２１．４０　 １５．０２　 ０．３０　 ０．２３
工人 １５．２　 １５．９　 １５．８５　 ２０．７７　 １．０４　 １．３１
工农群体 ８５．８　 ８０．２　 ３７．２５　 ３５．７９　 ０．４３　 ０．４５

苏州大学

职业类型

江苏各职业

人口比例 （％）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学生比例 （％）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辈出率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干部 ２．８　 ２．６　 ２７．３４　 ２９．２６　 ９．７６　 １１．２５

专业技术人员 ５．３　 ５．８　 ２３．５０　 ９．２２　 ４．４３　 １．５９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６．６　 １１　 １．９４　 ４．４４　 ０．２９　 ０．４０
农民 ５８．２　 ５２．３　 ２４．６７　 ２６．８２　 ０．４２　 ０．５１
工人 ２５．６　 ２５．３　 １３．０３　 ２０．９９　 ０．５１　 ０．８３
工农群体 ８３．８　 ７７．６　 ３７．７　 ４７．８１　 ０．４５　 ０．６２

　　　注：１．其中干部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农民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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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大只包括父亲职业的数字来自没有在文章中出现的表格，如有需要请联系李中清
（ｊｑｌｊｚｌ＠ｕｓｔ．ｈｋ）。
职业辈出率的计算公式是：某个职业的子女的比例／该职业的人口比例。



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２．北大学生父母属于不同职业时会被计算两次，故比例之和可能超过

１００％。苏大的数据仅根据父亲职业进行分类计算，若父亲有一个以上职业，则根据学籍卡中所填第一个职业

计算。３．工农群体是指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之和。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编： 《中国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编：《中国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干部子女在这两所精英大学的辈出率远高于其他职业子女。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
间，干部子女在北大的辈出率为２３．０４，即是本职业总人口比例的约２３倍。专业技
术人员子女的辈出率在北大和苏大均居第二位，且都有所下降。北大从９．０４降到

６．８８；苏大从４．４３降到１．５９。相比之下，两所大学中农民子女的比例远低于农民职
业人口在全国或江苏人口中的比例。两个时期相比，北大农民子女的辈出率有所下
降，苏大则有所上升；北大工人子女的比重迅速增长，突破２０％，工人子女的辈出
率也从１．０４增加到１．３１，苏大的工人子女的辈出率也有所上升。由于工人子女辈
出率的提升，北大工农总体的辈出率略有增长，苏大工农总体的辈出率则有较明显
增长。

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因
素。① 近５０年，社会学界都承认并强调父母职业对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决定性
影响。科尔曼１９６６年通过对美国学校的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对学生成绩的
影响最大。② 中国学者的研究则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这一现象，教育并没有
改变社会结构，而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模式。③

北大和苏大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要弱。根据两
校学生填报的父母职业，虽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子女的总数占
学生全体的多数或接近多数，但并没有像国外大学那样占绝大多数。北大工人与农
民子女的总比例达到学生总数的３０％以上，苏大工人与农民子女比例在４０％左右。

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
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三）学生来源的多样性：对来源中学的分析

截至２００２年，有７０００多所中学给苏州大学提供过学生。给北京大学提供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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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６６．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１９４０—２００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生的中学，截至１９９９年有６０００多所。但为两校输送过学生的中学在全国数量众多
的中学中只占很小比重。同时，少数中学为两所大学输送了大部分生源，而５０多年
来只提供过１个学生的学校占据了绝大多数。来源中学的集中程度非常高，这是两

所高校的共同特点。

表２给出了两校的来源中学及其输送学生比例的情况。北大的数据显示，１９４９
年以来，７．３９％ 的北大本科生来自前５所中学，这５所中学只占所有向北大输送过
学生学校的０．０８％。占来源中学前３．０８％的中学 （计２００所）输送了４１．１％的北大

学生。前５％的中学输送了５０％的北大学生，前２０％的中学输送了接近８０％的北大
学生。① 在全部约６５００所来源中学中，各中学向北大输送学生的能力和数量存在很
大差异。苏大的情形类似。

表２　北大与苏大来源中学数目及其输送学生比例 （１９５２—２００２）

北京大学 苏州大学

来源中学数

（按输送学生数排列）

占来源中学

比例 （％）

输送学生

比例 （％）

占来源中学

比例 （％）

输送学生

比例 （％）

前５所 ０．０８　 ７．３９　 ０．０７　 ６．８８

前１０所 ０．１５　 １０．７１　 ０．１４　 １０．３１

前２０所 ０．３１　 １５．０７　 ０．２８　 １５．８４

前５０所 ０．７７　 ２２．４４　 ０．６９　 ２８．４１

前１００所 １．５４　 ３０．７５　 １．３８　 ４２．１４

前２００所 ３．０８　 ４１．１１　 ２．７６　 ５６．８４

前５００所 ７．７１　 ５７．８２　 ６．９１　 ７２．１７

前１０００所 １５．４２　 ７２．１３　 １３．８２　 ８０．８３

前２０００所 ３０．８５　 ８５．４６　 ２７．６４　 ８８．５９

前３０００所 ４６．２７　 ９１．５１　 ４１．４６　 ９２．７８

总计 （北大６４８４所，

苏大７２３６所）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１．考虑到 “文革”时期学生由单位推荐入学，表中排除了 “文革”时期数据。２．输送学生比例的分

母是所有填写了来源中学的学生人数，不包括辨别不出来源中学或没有填写来源中学的学生。除去 “文革”

时期，北大全部学生数为５５４１５名，其中填写了来源中学的学生为４６８８７名；苏大全部学生数为７７５４２名，

其中填写了来源中学的学生为７３８４５人。

考虑到这些中学在全国数量众多的中学中只占到很小的比重，精英大学来源中
学的集中特征就愈发明显。图６是北大分年的来源中学数占全国普通高中和完全

中学数量的比例。１９５０年代前半期，全国整体教育状况有待发展，普通中学数量
不多，北大每年４００—５００所的来源中学数量，能够占到全国普通中学总数的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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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２。在经历了高考恢复初期的急遽上升之后，北大每年来源中学数量基本保
持在１０００所左右，但是，这一数字却只占到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数量的不及

８％。即恢复高考之后，每年只有占全国比重很少的中学有机会和能力为北大提供
生源。

图６　北京大学来源中学占全国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数量的比例 （１９５２—１９９９）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７页。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向两校输送学生较多的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教育行政
部门评定的重点中学。教育部１９８１年底统计，全国共有重点中学４０１６所 （占全部
中学的３．８％），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６９６所。① 统计结果显示，除去 “文革”

时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北大学生中有５４％来自首批办好的６９６所重点中学。根据
数据可以推测，来自４０１６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以及来自各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划定
的重点中学的学生，可以占全部北大本科学生 （除去 “文革”时期）的９０％以上。

江苏１９８１年确定了９５所省重点中学，其中２６所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１９９０年
代，省重点中学数量开始增加，２００２年最后一次评选后达到２４９所。苏大学生中有

１４％来自教育部确定的首批办好的２６所重点中学，近３０％来自教育部１９８１年确定
的９５所省重点中学，近５０％的学生来自２００２年江苏省评定的２４９所省重点中学。

如果再考虑各市县重点中学，苏大学生的重点中学比例很可能在７０％左右。重点中
学无疑是中国精英大学的主要生源输送基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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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点中学制度设立的基本过程以及１９８１年底确定的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名单，参
见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６７—１７０、１０９６—１１０３页。
超过９０％的北大学生是从重点中学毕业的，而２７％的北大学生的家长是工人或农民。
从这个意义看，学生就学中学的特点比其父母的职业背景更重要。



偶尔提供学生的中学基本都是普通中学，其地理分布非常集中。北大生源校
中普通中学主要集中在北京；苏大则主要集中在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南通等部

分教育发达的区县。前者是因为北大在北京投放的名额比例很高；同时，北京的

中学师资相对较好，普通中学也能培养出少数高考高分学生。后者则是因为苏州

周边地区的中学教育在江苏是最发达的，不仅苏州 、无锡等城市中学条件好，就

连周边的江阴、常熟、海安的县镇中学也有较高的办学质量，能够培养出可以考

入苏大的学生。

这表明，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一定要上重

点中学，才有机会进入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北大数据显示，来自海南、贵州等省

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７０％来自同

一所重点中学。

苏大数据显示，“县中”（县重点中学）是农村、小城镇学生进入大学的最重要

途径。为了保证优质中学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提高城市外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江苏

全省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中学进入１９８１年划定的９５所省重点中学名单，这些中学即

通常所谓的 “县中”。这些县中提供给苏大的学生比例在各县全部中学中均排名第
一，除一些教育比较发达、优势中学较多的县外，各县的一两所 “县中”几乎提供

了绝大部分学生。换句话说，乡镇学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首先必须进入本县的重

点中学。所在区县的经济教育越落后，这一标准越适用。

总之，重点中学是进入精英大学的重要途径，保持和提高重点中学生源的多样

性，即扩展重点中学招收不同阶层学生的比例，是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的保证。

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在于中学教育领域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

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

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与国外学校相比，中国

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是突出的两个特点。许多中学，特别是县镇中学对

学生实行住校制度。学生入校后，除了周末回家外，其余时间都在校内学习生活。

学校内浓厚的学习气氛有效地增强了学校教育的影响力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

育成功的影响。例如江苏南通所辖六县一市的主要中学中８０％的学生是农家子女，

大多数寄宿在学校。他们进入精英大学的分数能力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突出的。

强化训练是另一重要方法。江苏很多中学，特别是以南通各 “县中”为代表的中
学，为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要求学生早６时左右起床早读，上完一天８节课后，

晚上６时至１０时进行由老师 “坐堂”的晚自修，每个月只放一天假。虽然这种教

育方式可能存在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在中国现行体制内，这种强调 “勤劳”和
“投入”的学习方法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

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

从这个意义说，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无声革命，起点在基础教育。教育革命不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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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工农子女能够在精英大学中保持一定比例，更体现在他们首先能在优质的中
学保持相当比例。

四、小结与讨论

借助两所精英高校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本文认为，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高
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出现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
所垄断的精英教育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

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２０世纪末。①

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场无声革命，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有声”社会政治
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巩固了 “有声”革命成果。无声革命虽然
平缓，但力量强大，影响深远。精英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基本决
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的构成与来源。相当
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
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转变，不仅相对于自身的传统是革命性的，而
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二战以后，美国也曾
在精英教育领域内努力促进生源多样化，但所取得的成效与中国的无声革命相比尚
有差距。例如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１９６９年才开始接受女学生，对少数民族学
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低收入家庭子弟处于边缘。近２０年的情况
更是如此。有调查显示，在全美最优秀３０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
入后５０％家庭的学生比例，从１９８３年的２０％—３０％下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０％—１５％，

短短２０年间减少了一半。② ２００４年，１４６所精英大学③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２５％
的学生只占３％，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２５％的学生占７４％。④ 哈佛大学２００４年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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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民族和性别数据，限于篇幅，没有进行讨论。

Ｔｈｅ　ＪＢ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Ｒａｎｋ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ｒｏｌｌｉｎｇ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６，２００５，ｐｐ．６－１０．
这１４６所学校构成 《巴伦美国大学简介》中的最高两层，占全美四年制大学的１／１０。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ｒｒ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Ｂａｒｒｏｎ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Ｗｏｏｄｂｕｒｙ，Ｎ．Ｙ．：Ｂａｒｒ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８）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Ｐ．Ｃａｒｎｅｖ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Ｒｏｓｅ，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Ｒａｃ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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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２５％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属于后２５％的家庭

只提供了６．８％的学生。① ２００８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５０％
家庭的学生只占１２％，家庭收入前２．５％的学生竟占到１／３强。② 这说明进入美国

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不应完全照搬美国

经验，否则容易使得高等教育改革误入歧途。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政府多年来在基础

教育普及和扩展方面所做的努力，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普及基础教育是提高

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前提。其他影响因素在当下中国则有一定争议，例如

高考的作用。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

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

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至于在高校招生

中照顾工农子弟的政策，在 “文革”后已经不复存在，假如高考分数不再是高校招

生的唯一标准，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在艺术、语言甚至阅历等方面增加其进入精英

大学的机会。另外就是重点中学作用。很多学者对重点中学持批评态度，但我们认

为重点中学对于工农子弟上大学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由于资料本身以及文章篇幅限

制，暂时无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讨

论中来，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例如２００９
年 《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内农村学生大量减少，这一情况

非常令人担心。③ 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无声革命并不能解决全部的公平问题，从两所大学的材料看，无论是地理分布

还是父母职业抑或社会性别等，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有人认为北大这样的部属大

学在实行省区配额时，存在过度的本地化倾向，导致了地区间竞争的不公平，如少

数省只有万分之几的高中毕业生能考入北大，多数省只有１‰的高中毕业生能考入

北大，而北京却有１％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能考上北大。只有按省区人口数分配名额

才能实现地区水平，但是，按人口招生也忽视了职业辈出率的差异。两所学校中农

民的职业辈出率最低，即便在苏州大学，江苏学生中农民子弟的比例与江苏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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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１９５２—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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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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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版。



口中农民的比例相比，也还有一定距离。只是简单提高这些省份的名额，最后名额
只会流入城市，而提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对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并
没有帮助。

我们认为，保持并进一步扩展重点中学的生源多样性，是短时期内维持并拓展
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从长远看，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
普通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对于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非常重要。两所精英大学的
材料表明，精英大学生源高度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学，这些来源中学的生源的多样性，

基本保证了精英大学的生源多样性。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保持和增强大学开放性与多
样性时，应优先侧重考虑、鼓励和推动重点中学提高学生来源的多样性。现阶段，

不少重点中学出于经济利益等考虑，收取相当数量的赞助费和择校费，无疑会对大
学生源的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

我们认为，加强精英教育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化。自布劳和邓肯开创地位
获得研究模型以来，学界就习惯按照家庭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子女的教育成就，

产生了精英教育必然为优势家庭子女所垄断的看法。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即特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有可能打破简单的文化、职业间的代际传递。中国制
度的一个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优势传递，使得精英和 “革命”可以并存，即
精英化教育也能实现多样性的人才培养。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
巩固和扩大这种教育革命的成果。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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